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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伦理视角下的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治理

郭思敏，叶斌，徐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当前针对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伦理治理已取得初步进展，基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合成生物学伦理研究分别

从事先规则制定和事后价值评估的角度为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提供了参考，但由于该技术的不确定性特

质，已有的伦理治理方案依然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本研究认为，还应当寻求一条连接前者和后

者，能够贯穿整个合成生物学研究过程的伦理治理路径。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作为唯一贯穿技术立项、研究及应

用全过程的科研主体，对技术发展中的风险决策以及产品构建等都具有主导性影响。本文认为厘清以合成生物学

科研人员为对象的伦理规范，将对当前的合成生物学技术治理研究构成有益补充，有效促进该技术的正向发展。

为此，文章首先论证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伦理道德水平对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巨大影响；其次讨论已有合成生物学

科研人员伦理理论与规范，分析其在实践及理论上的困境；最后，引入美德伦理学视角，从理论角度探讨美德伦

理学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伦理规范的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基于美德伦理和生物安全协同共治的合

成生物学技术伦理综合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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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governance for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

GUO Simin，YE Bin，XU F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Anhui，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governance for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preliminary

progress. The ethical research for synthetic biology based on consequentialism and deontolog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rule-making and post-value

evaluation. However,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many questions about its nature,

future us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remain to be addressed. Due to its uncertain nature, many ethical issues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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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cannot be reliably identified or analyzed, and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fully predict what

ethical issues will arise once the technology is fully developed and entrenched in society. For the above reasons,

existing ethical governance programs still face the Colingridge's dilemma to varying degrees. Studies indicate that we

should seek an ethical governance path connecting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and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 process.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a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ubject who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establishment of the technology project to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have a leading influence on process

for risk 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 construction. This work suggests that clarifying the ethical norms for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would constitut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we first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ethical level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second, explore the

ethical theories and norms for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and analyze their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dilemmas;

finally, we highlight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 discusse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virtue ethics to the ethics of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 suggestions o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ethics.

Keywords: synthetic biology; virtue ethics; researchers; virtue education

1 引言

2021年 2月 26日，伯尔尼大学蒂尔实验室的

专家沃克尔·蒂尔（Volker Thiel）在《自然》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新变异体 D614G的论

文［1］，尽管此项研究目的在于“阐明该变异对于

增强病毒复制和传播的作用，为新变体在全球范

围内流行的原因提供解释”，但研究的基础——新

冠病毒变异体并非从病人样本中提取，而是利用

合成生物学技术，在实验室中进行体外复制合成。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该研究团队首次在实验室中

合成新冠病毒，2020年 1月 21日，蒂尔在生命科

学预印本平台上就发表过题为《使用合成基因组

学平台快速重组新冠病毒》的文章［2］。该文表示，

科研人员在收到相关基因片段后的一周内，就能

对新冠病毒进行化学合成克隆，同时进行工程化

设计和再生。该文一发表就引起极大争议，公众

普遍担心，科研人员由于受到巨大的创新驱动乃

至利益诱惑，可能会选择性无视人工合成新冠病

毒所隐含的大量生物安全风险，进而可能导致技

术被滥用直至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上述案例中的担忧往往导向一个结果，即对

合成生物学技术引发的伦理后果的关注。在合成

生物学伦理的研究中，首先受到关注的是技术引

发的伦理问题，同时相对应地也形成了诸多治理

方法和措施。比如说将合成生物学可能引起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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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分为四类：生物安全、生物安保风险、知

识产权、国际公正，并依托“后果论”和“义务

论”两种伦理思想对该技术加以治理［3］。亦或从

潜在风险评估、人类社会影响、公共政策制定、

伦理管理框架制定等方面开展伦理研究［4］，以期

对合成生物学技术进行伦理规范。总体而言，目

前针对合成生物学的治理和监管对策主要从政府、

公众、合成生物学团体三方面展开，大致有国际

协作、经费审查、共享创新、机构干预、风险评

估、风险监测、行为规范制定、伦理指导等治理

策略。另一部分学者则更加关注技术本身的伦理

问题，研究合成生物学作为新兴技术的特征及其

本身的伦理内涵。国外学者主要针对合成生物学

的道德意义［5］、交叉学科特征［6］、生物系统的随

机性和复杂性［7］问题展开讨论，国内学者侧重针

对其对生命、自然及进化的挑战［8］以及不确定性、

不可控性［9］展开一系列研究。

然而，在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研究中始终相

对重视不足的是该项技术的掌控者，即针对科研

人员本身的规制。在许多伦理体系已较为成熟的

学科中，都有针对相应学科科研人员的完整的伦

理规范。以医学伦理为例，世界各国普遍在医科

大学和医院内建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10］，同时建

立了针对科研人员和相关从业者的成熟的医学伦

理培训课程体系［11］，从业者需要接受严格的专业

伦理课程培训，并确保研究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而针对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伦理研究才刚刚起步，

研究方法、研究角度都仍在探索中，全面系统完

善的法规、机构和教育体制正在形成中，由于合

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过程具有开放性，往往难以

保证科研人员的研究被完全置于有关机构的监督

之下，而目前针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的专业伦

理培训也都刚刚起步。

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合成生物学技术的

伦理研究中，应高度关注相关科研人员自身伦理

意识的培育。由于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和

巨大的潜在风险，在伦理规则和社会环境相似的

情况下，科研人员自身的伦理道德意识将极大影

响其在这一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的技术应用中做

出的选择，进而影响其创造的产品自身，这与技

术造成的伦理问题和技术自身的伦理问题不同，

是一种纵贯技术发展全程的伦理影响。但在目前

的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研究中，专门针对合成生

物技术研究人员伦理规范的研究及方案却较少，

例如由德国发布的《合成生物学——机遇与风险》

报告［12］中，虽然鼓励科学的自我监管，提倡对于

科研人员的伦理教育和培训，但是在微观的具体

操作层面依然未有详细的指导性伦理意见。事实

上，这类人员对合成生物学技术造成的伦理影响

或许远超想象，当前的合成生物学研究内涵已发

生“从认识生命到创造生命的质的变化”［13］，而

“一个技术产品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产品的

创造者实际上有什么样的态度”［5］，或者更广泛

地说，取决于与合成生物学家“典型相关”的

态度。

基于此种考量，本文作者认为厘清以合成生

物学科研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伦理规范，将对当前

的合成生物学技术治理研究构成有益补充，有效

促进该技术的正向发展。

2 科研人员伦理水平对合成生物学技术
的影响

科研人员伦理水平究竟是如何对合成生物学

技术应用的全过程产生影响的？目前至少可以从

以下两方面开始研究：

2.1 有所为有所不为：合成生物学技术中的风险决

策与科研人员的道德选择

在当前合成生物学研究中，许多研究人员面

临的首先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选择上的“为”

与“不为”的两难困境。典型的如贺建奎制造的

首例所谓艾滋免疫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该行为

踏破了禁止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

殖细胞的伦理红线，因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谴责，

然而贺建奎本人一开始却将其实验动机表述为

“为了挽救生命”，并表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骄

傲（proud）”［14］。可以说，贺建奎的动机与其科

研行为具有一致性，他并非出于无知而违反规定，

而是因为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这一选择与其自身乐

于探险的“道德追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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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诸如基因编辑婴儿、合成病毒一类的

实验是否能够展开，首先要由科研人员自身做出

关于研究所涉及风险的道德分析。当前，许多针

对合成生物学研究中潜在风险及其结果的讨论都

是从后果主义视角展开的［15］，侧重讨论决策后可

能出现的问题及科研人员需要承担的相关责任。

本文将讨论的焦点前移到科研人员的风险决

策阶段，倾向于认为：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

与其对基因编辑婴儿出现后的一系列影响和后果

进行补救及管控回溯，不如更加关注科研人员为

何有可能做出这一具有道德风险的决策本身。

一般而言，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对不确定的

技术做出选择往往具有两方面的特殊性：

首先是一旦启动研究就几乎必然存在的风险。

选择冒险意味着科研人员在明知有风险的情况下

冒险，同时也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具有不可控性，

但至少有把握知道风险和不可控性概率在可接受

的范围之内。这就好比我们只要坐飞机就意味着

可能遭遇空难，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空难的几率极

低，值得我们对此“冒险”。

其次，合成生物学研究中科研人员的决策往

往是对他人有较大影响的决策，这就涉及一个人

的决策影响另外一些人的额外道德责任。比如，

基因编辑婴儿，其后果与研究者本人关系虽并不

直接，但却可能造成人类基因的不确定性变化。

有鉴于此，科研人员表面上的技术选择，实

际上必定是涉及风险承担者的复杂的道德选择，

这其中涉及共谋、罪责和责任的问题，以及对道

德、价值正当性的判断。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将注

意力集中在最直接参与这一决策的科研人员的个

人特质上。对承担风险的态度和对承担风险环境

的敏感性，都反映着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具

有美德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出具有“道德可接

受性”的合理决策。例如，一个会选择用不知情

的受害者的生命来进行生物学实验的人，就是一

个会用无辜他人的生命来承担不可接受风险的人，

他的选择就缺乏道德合理性。同理，利用不知情

的婴儿父母、医生和机构，冒着极大损害他人利

益的风险也要进行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选择，就

是一个明显缺乏道德可接受性的选择，做出这一

选择与贺建奎本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密切相关

的。正如学者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说，我

们必须要认识到，不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向我们渴

望或设计的任何用途开放。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帮

助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抵制“我们时代的统治实

用主义”，制止改造自然（乃至人类自身）以服务

人类的欲望无节制的蔓延，从而防止“对于功利

和效用的无限制追求”［16］。

2.2 积极的构建：合成生物学产品与科研人员理性

态度和目的的关联

需要澄清的是，具有道德可接受性的选择并

不意味着绝对的禁欲主义，譬如发誓在思想和行

动中绝不伤害任何生灵，而是意味着在道德选择

的实践中落实美德要求，做出一个有道德的人理

应做出的选择，承担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承担的

合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自然生物的功

能状态取决于自然进化过程，那么合成生物学产

品的功能状态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创造者依

据自身理性赋予它的状态和功能。我们甚至可以

进一步设想，这应该是大自然的应有之义，技术

发展再突破，最终的归途可能还是更高层面的顺

应自然。

以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生物库：类器官生

物库为例，有机物在所谓“活着”的生物库中

被存储，以完成满足未来研究和临床目的的共

同目标［17］。这种生物银行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独

特的伦理挑战，因为类器官的创建，长期存储

和交易意味着从“普通”身体材料中产生了新

的价值。人体组织被转化为可以无限生长、扩

展和储存的生物技术制品，它们具有相当的科

学、临床和商业价值。传统的治理手段（譬如

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显然不适用于开放式的

生物库研究，也不适用于类器官的特殊性带来

的伦理挑战。此类生物库的治理需要以适合目

标、风险承担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方式进行组

织［18］。一个成功组织的例子就是欧盟 H2020 计

划中的 HIT-CF 项目［19］，该项目将道德反思纳入

了生物银行活动的过程之中，通过不断影响技

术的生产环节来积极构建伦理和治理，在相互

冲突的道德挑战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步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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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人员自身道德品质上的反思性和良好的伦

理意愿，唯有具备这一点才能让他们及时地将外

界的观点和意愿纳入到对于技术的考虑之中。研

究人员对于他们研究将要产生的种种影响的道德

敏感，能够确保他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灵活

性和反思性，从而使内心的道德准则灵活服务于

研究目的。在这一情况下，诞生的技术产品就是

一种蕴含了道德和社会影响敏感的积极构建的产

物，也是更顺应自然的技术人工物。

3 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原则的新思维——
从后果主义、义务论到美德伦理

综上，本文作者认为合成生物学技术的科研

人员伦理水平对于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着巨大

影响，因此，讨论在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采

取何种伦理规范尤为重要。伦理原则往往是固定

的，它们通过参照普遍标准来指出什么是对与错，

什么是合适或不合适。通过提供行为指导，力求

在变化的混乱中为技术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参照

点。当前对于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的探讨，基本

沿规范伦理学的两条主要研究进路进行：后果主

义（Consequentialism）与义务论（Deontology）。

我们将探讨以往两种规范作为伦理治理路径对合

成生物学技术及科研人员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困

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条治理路径——美德

伦理。

3.1 后果主义与义务论用于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治

理的局限

合成生物学的有关研究常常受到“扮演上帝”

的诟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合成生物学科研

人员手中权力的巨大。由于手握巨大的创新选择

权，一个科研人员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

冒犯或造成一些不便，而是可能对社会及人类造

成诸如基因污染、生态系统破坏、致命病毒传播

等后果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因此，在合成生物

学伦理的相关讨论中，对后果的关注是无法绕开

的话题。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理论认

为，社会中的个人应该有广泛的自由，以及追求

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目标的权利。只有当一个人

的行为会伤害他人时，他的自由才应当受到合理

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伤害原则”［20］。这一原则

也反映了后果主义的代表观点，即认为一个行为

是否道德，主要取决于它的结果。然而，这其中

暗藏着悖论，即当一个人的行为伤害到他人而受

到限制时，伤害往往已经发生，无辜的受害者也

随之产生。后果主义伦理学在对合成生物学技术

及其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伦理指导时面临的困境就

在于此：当严重的伦理事件发生，后果开始显现

时，即使知道问题出在哪一方面，可以如何进行

控制，却往往为时已晚。比如，面对基因编辑婴

儿，我们既不能像处理动物一样对待，也难以要

求将来其不得婚育。

在合成生物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后

院生物学家［21］（Backyard Biologists）一类自行购

置设备进行合成生物学实验的业余生物学爱好者

群体，以及生物黑客［22］（Biohackers）一类利用合

成生物学技术达成恶意传播病毒目的的群体，他

们的不规范操作极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问题。

伦理研究中的义务论规范希望清楚地描述个人和

组织的职责和义务，将规范作为人们行为的基本

准则。其中典型观点如牛津大学学者道格拉斯

（Thomas Douglas）［23］ 所说，要着重考虑合成生物

学对从业人员应当作哪些要求。然而，问题在于，

不可能建立一套如此全面的规则来解决每一种可

能的偶然性［24］，即使是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也

不可能说明每一种潜在的情况。与此同时，所有

规则都依赖于个人来解释和应用它们，由于这种

不可避免的解释差异因素，伦理规则最终是由人

们如何应用它们来定义的［25］，而这些规则只有在

被遵守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事先制定的规则

对于业余生物学爱好者来说约束力十分有限，更

遑论以冒险为生的生物黑客。

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伦理

的核心问题是，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因此无法确

定一旦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

将会出现哪些伦理问题。因为合成生物学是正在

形成中的技术，许多关于其性质、未来用途及其

社会后果的问题仍未决定。因此，许多与之相关

的伦理问题还不能被可靠地识别或分析。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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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合成生物学伦理探讨，分

别从事先设定规则和事后效果监管评估的角度展

开，然而在技术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基于想象从

义务论的视角事先制定伦理规则有时会偏离方向

从而导致规则失效或流于表面，而事后的后果主

义的伦理评判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有时难免亡

羊补牢。这就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科林格里奇困

境（The Collingridge Dilemma） ［26］：技术发展的

后果在其前期往往难以预测，故虽还可以进行控

制却不知如何控制；随着技术发展，其影响逐渐

明显时，虽知如何控制却很难对其进行控制。因

此，本研究认为，需要一种能够更好地连接前后

两者，以提升伦理治理的整体性的方法，从而更

好地解决合成生物学伦理发展过程中的科林格里

奇困境。

3.2 美德伦理思想对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治理的

启示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应关注以合

成生物学科研人员自身行动为焦点的规范伦理学

的第三条研究进路——美德伦理。赫斯特豪斯

（Rosalind Hursthouse）明确阐释了以行为者为中心

（agent-centered）［27］的美德伦理学，认为一个行为

是正当的，当且仅当一个有美德的行为者从其品

德特征出发会选择那样做。在此，赫斯特豪斯强

调从关注行为到关注行为者的转换。以美德为基

础对伦理和诚信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改变关注点，

从关注研究的进行到关注研究人员的品格。后者

表明，我们应该强调研究者的个人美德素养，而

不仅仅是遵守规则和原则的能力。美德伦理是一

种更强调道德行为者自身道德素养的伦理学进路，

因此，它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的实践来说更具

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合成生物学技术虽然蕴藏巨大的创新潜力，

但这些技术再造物的内在结构不仅无法直观可见，

在科学研究层面也可能难以洞察其全部内在机理。

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如何为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寻求一个稳定的参照

对象？需要由一个可以被内化合成生物学科研人

员心中的标准来管理变革——一个超越责任的标

准，一个激励道德想象和道德义务的基本理想，

这一标准即是美德。美德可以作为时代变革中的

固定参照物，在其他一切尚不明确时作为指导行

动的精神特质［28］。它代表了人类在精神上渴望达

到的最佳状态，作为人们心中潜在的善的标准、

一个稳定的伦理支撑点而存在。

在目前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实践中，往往

优先审查拟议的研究，而忽视作为实践者的研究

人员的道德发展。大量形式化的伦理审查和烦琐

的填表工作，往往难以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切实的

伦理指导。在一项对于科研诚信的调查报告中，

学者班克斯（Sarah Jane Banks）［29］指出，真正的

研究人员的诚信只能来自于以品格为中心的美德，

并且研究人员能够在他们的研究活动以及对道德

问题的评估中实现批判性和反思性。麦金泰尔［30］

（Alasdair MacIntyre）也主张，美德伦理的观点强

调的是行为者的统一性，即如果某人有某种美德，

这一美德也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和条件下表

现出来。一旦具有某一美德，就会在之后的实践

中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帮助科研人员在各种不

同的环境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虽然基于规则的行动可以让科研人员

和机构获得一定保障，但只有科研人员的品质才

更有助于成功克服研究伦理的模糊性。赫斯特豪

斯曾指出，应用伦理学的实践越来越表明，企图

建立一套普遍规则的努力已经失效［27］。在抽象的

规则与复杂的现实中出现了空白地带，导致实践

的后果往往与伦理的规则有较大差异。人类社会

的道德生活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道德困境和规则冲

突，在这里，就需要美德伦理学来进行填补。而

美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实践智慧的意义在

于，在道德生活中，需要充分地运用道德行为者

的道德判断力，这不是能够被事先或者事后规定

的，而要运用道德行为者本身的实践智慧。当然，

在这其中也有规则的存在，但规则如何能够在恰

当的时候被恰当的人以恰当的方式所运用，这就

是美德伦理学的实践智慧。

可以将美德伦理学对合成生物学伦理研究的

启示总结如下：第一，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与

受其科研成果影响的群体往往是分离的，因此科

研人员往往被视为一整个群体，此时便会出现责

任分摊困境（many hands problem）［31］，这使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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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很难被归咎于任何一个独立个体。而后果

主义和义务论等非个人伦理体系只会加剧这种脱

节。第二，美德伦理学是启发性和导向性的，有

利于保证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一以贯之的灵活的

行为选择，这一点不同于针对科研人员群体的普

遍规则。第三，美德中包含着一种积极的行为动

机，有利于促使科研人员做出更加积极的行为选

择，而强调“预防”或是“避免”某种后果的行

为规范和责任要求，则包含一种消极的制约性倾

向，由此可见，美德伦理对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

控性特征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来说不但可行而且非

常重要。

4 基于美德伦理的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

来说，何种美德至关重要？

4.1 合成生物学工作者应当培育何种美德？

首先，在合成生物学研究中最具有特殊意义

的是与关怀有关的美德。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

来说，不可能仅仅依据规定对那些将被他们工作

影响的人表现出关心，而在内心对他们没有任何

共情。如果科研人员的内心完全无动于衷，那么

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纳

入考虑之中。因此，这是他们道德准则中最基本

的准则。关怀（care）是女性主义伦理学中一个

关键的概念，在这一点上，美德伦理学与关怀伦

理学也有相似之处，斯特洛（Michael Stole）在

以行为者为基础（agent-based）的美德伦理学中

强调关怀的概念［32］。基于关怀伦理的美德伦理方

法可以用来再次强调关爱品德的重要性［33］，斯特

洛认为，关怀对于行为者为基础的美德伦理学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德行为者的内心状况首先体

现出了关怀。关怀不仅仅是单一的美德，而是将

更多的道德问题纳入考虑之中的动机，这对于合

成生物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来说非常

关键。

合成生物学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扮演上

帝”的指责，荷兰科学家威廉 ·德雷［34］（William

Drees）认为，“扮演上帝”中所指的上帝并非宗教

意义上的上帝，而是拟人化的自然。这即是说，

合成生物学从神话自然的手中夺取了创世的权

利，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交予科学家手中。随之而

来的，是人类对于科研工作者滥用权利的提防和

对于技术未来尚不明朗的前景的恐惧。卡尔·巴尔

特［35］（Karl Barth）认为，不道德有两种表现，

一种表现为傲慢，另一种则表现为冷漠。这也对

应着合成生物学发展中两种外部意见的争辩困

境：支持发展高风险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人可能被

批判为傲慢和控制生命，而因为规避风险而反对

合成生物学发展的人又可能被认为是冷漠和

消极。

无论如何，人类的技术发展不可能停下脚步，

要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回归科研人员自身，避免

傲慢与极端的个人姿态，培养审慎、关怀与温情

的内在美德或许是可行的折衷路线。莱弗勒

（Leffel）［36］等绘制了一个良性关怀模型，并提供

数据来支持模型的结构有效性。他们认为道德直

觉、情感和美德比遵守伦理规则更能解释道德行

为。由此可见，科研人员美德教育的主要形式应

当是一种注重培养这些直觉、情感和关怀的品格

教育。

在一项关于新兴技术预期伦理的研究中，学

者布雷（Philip Brey）针对作为新兴技术发展过程

中主要问题的不确定性问题，列出了伦理检查清

单［37］，方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照清单进行伦

理过程的审视。该清单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以合成

伦理学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其发展的不确定

性中可能潜藏的伦理问题。针对合成生物学发展

过程中影响的特殊性，我们也对照列出了合成生

物学科研人员应当具有的美德清单（表 1），以展

现相关科研人员应加关注的道德实践和品格目标，

并将两个最重要的生物伦理学原则——有利

（beneficence）和不伤害（nonmaleficence）嵌入科

学的目标中。

该清单的关键重点是，初步标定了合成生物

学科研人员的美德目标，即追求科学知识以促进

人类健康和福祉，并指导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这

些知识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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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美德伦理的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综合治理

建议

上述美德并非空洞的诉诸内心，而不需要任

何客观的道德要求。研究美德伦理的根本目的是

协助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将美德与外在的社会环

境、外在的他人利益联系起来，在处境中作出合

适的行动。脱离社会语境去理解相关美德是空洞

的，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美德培养将美德真正

内化到科研人员心中。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

后，当代美德伦理学一直强调美德教育的重要性，

这种教育不是作为规则的灌输，而是作为品德的

培养。学者Nafsika Athanassoulis ［38］认为，可以使

用性格（character）的概念，而不是通过检查一系

列（离散的）美德和恶习，来获得对一个人更平

衡和复杂的看法。当我们谈论美德教育时，我们

的目标应当是帮助每个具体科研工作者美好品德

的培养和塑造，而不仅仅聚焦于这种美德或那种

美德的外在表述。因此，美德教育并不能像教授

地理或数学那样直接进行。在此，我们试图在对

相关文献进行调研的基础之上，尝试提出针对合

表表1 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美德清单

Tab. 1 Virtues for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一般科研人员美德举例

奉献

勇于承担肩负追寻真理，普及科学，

造福人类和社会的责任

诚实

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科研工作，追求

真实和准确

尊重

尊重并承认他人的自由、隐私和财

产，不随意侵害

包容

坚持人类平等，包容同事在内的他

人，拒绝歧视和差别对待

新兴技术伦理过程检查清单

(一) 危害和风险

1.健康和身体伤害

2.心理伤害

3.对人的能力的伤害

4.环境危害

5.对社会的危害

(二) 权利

1. 自治

-能够思考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观点

-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

-责任和问责

2. 隐私

3. 财产

-财产权

-知识产权

4.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5.与年龄、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种族、族裔、

宗教、残疾等相关的不歧视和平等待遇

6.社会包容

(三) 公正

1.初级商品、能力、风险和危险的公正分配

2.与年龄、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种族、族裔、

宗教、残疾等相关的不歧视和平等待遇

(四) 福祉和共同利益

1.支持幸福、健康、知识、智慧、美德、友谊、信任、

成就、愿望实现和跨文化意义

2.支持重要的社会机构和结构

3.支持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需特别强调的美德

关怀

关怀人类的利益，而非自身利益、商业利益

或科学产业

审慎

谨慎的评估工作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

影响，严谨地对待科研工作

慈悲

对自己以外的生命保有敬畏、慈悲和仁爱

之心

正义

努力做到客观、公正、追求公平和正义

良知

抱有善良的愿望，追求幸福、和谐、友爱和

文化多样性

(From left to right in the table are examples of the virtues of general researchers, including dedication, honesty, respect and other virtues that

general researchers need to emphasize; a checklist of new emerging technologies ethical issues, which includes ethical issues that tend to occ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virtues that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ers need to emphasize, including care, prudence,

compassion, justice, and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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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物学领域相关科研人员的美德培训方案，同

时针对美德伦理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天然不足，

提出基于美德伦理的合成生物学综合伦理治理建

议（图1）。

相较于法律法规等刚性规制，科学家自身的

美德修养提升更多有赖于柔性机制的配合，这是

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问题的一体两面。拥有美德

的科学家将通过良好的个人意愿来协助生物安全

规范的执行，这种执行将是非常自然且有效的。

只有科学工作者美德伦理的理性自觉，生物安全

规范才可能落到实处，一项研究表明，过度强调

政策的干预或管制会导致科学家科研效率的下

降［9］。因此，只有将科学家基于美德伦理的主观

意愿和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相结合，使美德伦理

与其他管理措施协同并行，才能更好地保证合成

生物学持续健康稳步的创新发展。

（1）强调科学共同体中的美德。在于2021年4月

15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第一章《总则》中［39］，构建了针对包括国家、各

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再到相关科研院校、医

疗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及至新闻媒体乃至个人为

主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法则。本研究认为，从

合成生物学风险治理的主体来看，科学共同体是

不可忽略的主体之一。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处在

科学共同体之中，必须与科学共同体中的其他成

员相互协作，以追求团体的共同利益。任何社会

团体的存在都意味着某种共同的追求，都需要团

体内部的成员相互协作，以实现其目标。因此，

需要强调美德在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诸如正义或

良知等美德标准，不仅需要内化在行为者心中，

也需要在与其共同实践的他人关系中体现。默顿

认为，科学的精神特质是约束科学家的（具有情

感色彩的）价值观的集合体。巴耶进一步阐发了

这一观点，他认为所有科学家都是道德的践行者，

科学的道德理想包含在科学本身之中。［40］因此，

科学共同体中的美德培养不仅仅意味着美德修养

的提升，更意味着美德通过影响科研人员如何运

用技术，如何设计产品，如何看待和防范风险的

方式来改变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的现状。科学共

同体中的美德共识将深刻影响合成生物学业内行

业规范的制定，影响对于科研人员风险防范意识

的培养以及监督规范的制定，乃至影响合成生物

图图1 基于美德伦理的合成生物学综合伦理治理建议

Fig. 1 Suggestions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ethics based on virtue ethics

(Figure 1 shows the suggestions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ethics based on virtue ethics. First of all, this

project emphasizes the virtue in scientific community. Second, it is dedicated to enhancing the moral imag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Third, his

projec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moral models. Finally, it underlines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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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科方向、技术规范和产品用途。与严格的

监管和惩罚措施同等重要的，是合成生物学科研

人员对科研共同体内部行业规范和科研规则发自

内心的认同。从国际视野看，不同国家或地区合

成生物学的发展走向，也将和其科学共同体的美

德程度直接相关联。

（2）增强道德想象力。从合成生物学产品设

计的角度来看，需要通过对道德想象力的培养，

帮助科研人员将对于生物安全风险的防控意识嵌

入到产品设计的过程之中，这涉及价值敏感设计

的问题。价值敏感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

是一种形成性的设计框架，它会对产品设计者产

生独特的塑造影响，并推动设计者注重产品设计

的价值方面。通过在设计中系统地考虑产品价

值，从而设计出将带来更大的益处和更低伤害的

产品［41］。美德伦理的培养可以帮助合成生物学

技术研究人员更加深刻地认识其所生产产品的价

值与风险，并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对技术设计进行

审慎的、长期的监测与评估。对于合成生物学技

术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言，首先需要培养的是科研

人员关于道德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实际就是对

于其生产的产品将对他人造成的利益关涉的想

象。在《孟子 ·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梁惠王放过了一头献祭的牛，他告诉孟子他看到

这只受惊动物的眼睛，感到怜悯。孟子对他这一

善举表示赞许，但反问梁惠王为什么为人民制定

的政策让他们生存艰难，既不足以照顾父母，也

不足以赡养妻子和孩子［42］。孟子认为，梁惠王

需要把仁慈扩展到他没有看到的人身上，而不是

仅仅把仁慈应用到他眼前所看到的事物上。这属

于道德想象的范畴。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伤害

是由那些对自己行为的不太明显的后果或一些受

害者如何经历这些后果缺乏意识的人造成的，仅

仅是能够理解不同于自己的人的观点，就能对一

个人的性格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美德的培养首

先需要增强道德想象力，科研人员必须对自己的

研究可能引起的伦理问题有充分的思考和想象，

不但想到当下，还应考虑未来。繁重的科研工作

往往占据了研究者的大部分精力，以至于他们无

暇顾及和思考伦理问题，因此，这常常是一个一

语惊醒梦中人的过程。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和影视

作品，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促进这个过

程。同样，也可以邀请伦理专家进行现场咨询，

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和计算行动的后果。如有可

能，应当邀请相关研究的受试者、潜在受益者，

亦或潜在受害者参与讨论，设计从而帮助研究者

把握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可能经历。典型如通过

一些合成生物学研究中的基因“自杀片段”的设

计［43］，使得合成生物学产品无法离开实验室环

境存活，从而达到保护生物安全的目的。如果合

成生物学科研人员缺乏类似的道德想象力，相关

的风险就不可能从设计之初就加以防控。因此，

道德想象力的培养将有利于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

提前防范潜在问题，从产品设计角度上应对

风险。

（3）嵌入式道德模块学习及对道德榜样的模

仿。由于合成生物学相关的科研人员的哲学理论

背景有高有低，因此以伦理学理论为中心的课程

必须从零开始教授，常常也由于枯燥而缺乏有效

的感染力。通过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中正面和

反面案例的学习来培育美德，有利于提高科研人

员在科研实践中的风险警觉度。一项研究表明［44］，

在伦理课程中，嵌入式道德模块是最有效的，即

通过让学习者对一些现实案例进行简短讨论和主

动学习练习来进行道德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伦

理学家可以亲自参与道德模块的设计与模块课程

的教授。通过在课程中展示伦理推理过程以及课

堂讨论，帮助合成生物学家从产品设计阶段就开

始识别和解决伦理问题。特定案例中伦理推理过

程的教学为合成生物学家提供了识别、面对和解

决伦理问题的经验，也传达了在科研工作中识别、

面对和解决伦理问题的必要性，从而提升合成生

物学家对于科研实践中行为风险的控制与警觉。

同时，通过对正面道德榜样的学习模仿来辅助学

习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几项社会心理学研究

表明，道德榜样的存在对早期道德发展至关重要，

仅靠社会强化不足以诱导道德显著发展［45］。道榜

典范的存在促进了向上的社会比较，并增强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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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自我改善和模仿的动机［46］。麦金泰尔提出

“内在利益”的概念，他认为美德的拥有和践行能

使我们最终理解美德的“内在利益”，如果不理解

这种内在利益，就不可能拥有美德［30］。藉由这种

对于内在利益的理解，我们才能让自己变得“卓

越”（excellence），而这些美德的榜样则帮助我们认

识了卓越的标准。因此，需要在道德培养的过程中

引入道德榜样，特别是那些在专业方面表现杰出并

保持道德卓越的人。彭诺克（Robert Pennock）［47］提

出了以典范为中心的美德教育方法，通过精心选

择模范科学家的典范，培养学生在广泛的背景下

从不同的角度探寻身为科研人员的美德。对合

成生物学一类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研究领域来说，

在美德教育中要注意选取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家

榜样，尤其，需要选取不同学科的榜样以便科

研人员在遇到不同的研究案例时灵活参照。除

了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外，也注重选择当代科

学家的典范，以拉近与培养对象之间的距离；

善于利用杰出科学家传记和自传辅助学习：科

学家传记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产生“我可以成为

这样的人”的想法，是一种实践智慧学习步骤，

而科学家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可以帮助科研

人员产生“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的愿望，是一

种道德激励步骤。

（4）科研实践中美德习惯的培养。在德国发

布的《合成生物学——机遇与风险》报告中提到

了自我监管（self-regulatory）的概念［12］，意指由

科研机构或企业等合成生物学研究机构或研究者

内部采取的监管措施。这种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对

于自我监管的提倡，有利于培养负责任的伦理监

管意识与习惯。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组织中一些

具有更敏锐的风险意识和更完善的伦理监管意识

的科学家，也将带领或影响其他科研人员将科学

求实和社会责任等美德付诸行动，从而帮助培养

实践中的美德习惯。道德行为的早期习惯化是将

美德伦理学思想运用于伦理教育的另一种方式。

在一项跨越多国、多年龄段的关于美德教育的实

证研究中，费拉里（Michel Ferrari）［48］认为通过正

式和非正式的教育方式均能激发美德。正规教育

中获得的积极的价值取向，非正规教育诸如氛围

熏陶和习惯培养均会激发人们拥有美德。在道德

教育领域，向培养对象提供参与实际道德行为的

实践被认为是有效和有意义的道德和品格教育的

重要因素［36］。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科

研人员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美德的早

期习惯化和内化来培养道德美德。因为道德美德

是一种性格，而性格是在从过去到未来的发展历

史中不断构建的，因此重要的是通过习惯培养将

道德美德灌输到科研人员的自我概念中，并使美

德成为他们自我概念中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心理

因素［49］。

5 总结

在合成生物学中，人们可以根据使用目的将

作为生物组件的基因序列自由组合和构建，实现

设计、改造乃至重塑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体的可能。

然而，合成生物学并没有通过将人造产品和生命

实体结合的方式简单地合二为一，而是将工程技

术学方法系统化地引入了合成生物学领域。因此，

技术学中一系列理论假设与合成生物学的课题相

互碰撞，既产生一系列变革性的创新成果，也留

下一系列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的伦理疑难。

其中固然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然而将未来世

界拱手交给技术再造，实际上已触达人类认知能

力的边界，难免超出人类的掌控能力，因此，需

要以伦理智慧来应对其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当

前合成生物学伦理研究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角

度展开，强调事先规则的制定和事后结果的伦理

评估，这种伦理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技

术发展的整体过程。本文从美德伦理学角度，尝

试寻找一条能够在实践中贯彻伦理原则，确保伦

理指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道路，我们确信，这

条道路就在于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自身的道德

选择。

基于美德伦理学视角来探讨合成生物学的伦

理问题及其治理，引导科研人员在美德伦理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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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开展研究，在美德伦理的基础上协同其他管

理措施进行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应当是合成生

物学科技向善的必由之路。美德伦理将有助于把

行业行为规范、生物安全法规法则、风险监督意

识等内化到科研人员心中，并通过这些管理举措

的落实来更好地推进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注重

科研人员的美德训练，将为更好地开展合成生物

学研究的伦理治理，在整体实践的过程中灵活把

握和贯彻伦理原则描绘更加良好的蓝图。通过将

美德伦理学方法与基于实践的知识基础相结合，

我们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将美德伦理学纳入他们的

研究活动，从而帮助他们成为有独立反思能力和

道德选择能力的美德践行者，而不仅仅是伦理规

则被迫的遵守者。针对合成生物学科研人员的美

德伦理培养方案的尝试和实践，还将为以合成生

物学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解

决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切入点。未来，逐步开

展美德伦理培育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践研

究，将美德伦理与其他管理措施协同并行，根据

科研实践中的反馈和效果进行调整，将会更好地

辅助和优化方案中的美德标准和培育模型，作为

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方案的有效补充，更好地帮

助合成生物学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

科技伦理问题实际就是未来科技如何在社会

中落地的问题，这其中必然有一个碰撞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由科学研究的实践者本身——

科研人员来引导，科技发展才能够持续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科技伦理问题也是新时代和谐社

会的问题，这一过程不意味着哪一方占据主导，

而是要注重培育智能社会的人文素养，携手伦

理走向“科技+人文”共建。对于以合成生物学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关

注技术本身和伦理期望二者，为此需要运用更

大的智慧。在中国传统哲学也极为提倡的美德

伦理，恰好构成了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但这

一选择的最终抉择者和实践者，不仅是过去我

们理解的哲学家，更多的是需要科技工作者主

动积极的深入参与，某种意义上说，在“科技+

人文”的共建问题上，脱离了科技工作者的哲

学思考常常是空洞的，而离开了哲学思考的科

学实践常常也会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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